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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層官僚機關在公共政策過程上扮演關鍵性的角色，除了聽命執行以

外亦創制決策。政府實務與學術研究皆追尋優良的公共服務品質，如何驅

使基層官僚機關致力於良好的服務是大哉問，對其服務動機與行為的探討

更是一項重要的研究課題。本研究利用司法判決做為評斷標準，以二手分

析法取材於法院的裁判書與報紙的新聞報導，藉以探究基層官僚機關在國

家賠償案件中的反應，以此釐清其行為類型、辨明其動機所在。結果顯

示，基層官僚機關在 49.48% 的案件中以私利為考量，消極地面對民眾的

國賠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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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現今社會之中，民眾隨著自主性與對生活的期待越來越高，對於政府的寄託

則越大，而官僚的地位益顯重要。官僚是協助規劃以及實際執行公共政策的主要政

府人力，其地位因福利社會的來臨，而不得不勃發興盛。在這樣的背景下，民眾仰

賴官僚的情形越來越普遍。人民與官僚的互動消長關係一直深受學界深究探討，換

另一種方式而言，亦即民主與官僚的互動關係。有學者著重於分析高階官僚對於民

主政治的態度，例如「政治容忍指數」（the index for tolerance of politics）與「菁英

主義指數」（the elitism index）的程度若干所象徵的意義 （Aberbach, Putnam & 

Rockman, 1981; Gregory, 1991; Huang, Chen & Yu, 2005; Putnam, 1973）、或者以高

階官僚與立法機關的互動（Cheek-Milby, 1989; Muramatsu & Krauss, 1984），推估

其接受民主制度的程度。在另一方面，也有學者嘗試從基層，即第一線單位，利用

服務行為探測官僚與民眾之間的關係，藉以解析其中內涵對於民主的意義，例如

Lipsky（1980）的「基層官僚」（street-level bureaucrats）研究可為其中代表。 

任用大量基層官僚的「基層官僚機關」1 是政府政策的執行單位，人民可能不

清楚政策目的與目標為何，但是他們知道，如果要接受政策效益的話，必須接觸基

層機關填寫必要的表單、攜帶必要的文件等。然後，接受基層機關「決定與判斷」

是否符合要件資格，才得以獲得政府良善立意下創造的政策所帶來的好處，所以，

基層機關同樣也是政府政策如何施予的決策者，未必僅是上級政策的執行者。由此

可知，其意義對於民眾不可謂之不大，他們在民主行政中所扮演的角色極為關鍵。 

隨著實務維新與理論演進，2 如何促使基層機關提供民眾高滿意程度的服務甚

獲政府重視，例如行政院研考會自 1998 年舉辦「行政院服務品質獎」提倡高品質

與令民眾滿意的服務水準，更在 2008 年調整該獎制度不足之處（廖麗娟、魏秋

宜，2009），改設「政府服務品質獎」，此由政府中央主動發起的獎勵制度實有助

於產生優質服務的潮流，不過，這些措施的重點似乎過度集中在服務處理的硬體設

                                                      
1 為使敘述文句更簡練，以下談及「基層官僚機關」皆以「基層機關」表示。 
2 例如強調將私部門概念引進公部門的「政府再造」（reinventing government）（Osborne 

& Gaebler, 1992）、以及利用資訊科技輔助公部門運作的「電子化政府」（ e-
government）（Moon, 2002; Norris & Moo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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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效率、透明、以及人員態度等。3 在學術上，不乏探討政府服務與民眾滿意之

間關係的成果（例如石泱，2003；丘昌泰、詹桂香，2007; Al-Ghamdi, Sohail & Al-

Khaldi, 2007; Nascimento & Cousineau, 2005; Serra, 1995），不過，對於機關服務面

的探討，大多專注於表面上、檯面上的事務，例如顯現出來的服務態度、工作內

容、以及民眾對服務的評價。無論是政府實務或學術探討的發展，對於基層機關是

否願意提供良善服務品質的問題並未周全，因為尚未完全深入服務初衷或本意的範

圍。因此，本研究嘗試透過兩個出發點，以另一種方式詳加探討基層機關與民眾互

動的動機與行為為何？ 

第一，本研究以國家賠償案件為探討點。一般從服務流程、機關設備與形象、

或者民眾意見調查等面向探討基層機關的服務措施與基層官僚的服務行為，較難實

際瞭解其真實動機為何，因為他們可以遵循遞茶水或電話禮貌等標準化的規定，然

後提供掩飾後的行為。而且，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上，官僚與民眾並未有直接的利害

關係，難以說明官僚有何動機提升服務品質。4 再者，面對多如牛毛的法條規定、

以及抽象模糊的政策目的，民眾如何確知其能享用多少政策效益呢？又如何知曉基

層機關提供的服務絕對百分之百為其著想呢？國賠案件是民眾質疑基層機關服務的

表現，其意味著民眾已認知遭受損害，代表民眾和官僚產生直接利害衝突，因為基

層機關必須為其所屬官僚的行為辯白，否則可能面臨地方輿論或媒體的壓力、支付

巨額賠償、或者名義非議等提升其成本的後果，若以此直接的利害衝突情境判別，

較能解析基層機關所暴露的真實動機所在。 

第二，本研究以司法的角度解析行政行為。傳統上探討解基層機關及基層官僚

研究方式有二大類：主要為觀察與訪談，例如 Meyers、Glaser 與 Donald（1998）或

Vinzant 與 Crothers（1998）的研究，研究者實地參與受訪者行動，見證第一手的場

域，不過可能對於受訪者的真實行為產生影響；其次為事前的意見測量，例如曾冠

球（2004）或廖洲棚（2006）的研究，研究者依照變項設定類似假設性的問句，然

後由受訪者填答，再以量化計數分析變項間的關聯，此方法可以完全掌握受訪者的

                                                      
3 關於「第一線服務機關」的評核構面有三，第一為「優質便民服務」，包含服務流程、

機關形象、以及顧客關係；第二為「資訊流通服務」，包含資訊提供與檢索、以及線上

服務與電子參與；第三為「創新加值服務」，指創新服務的情形（行政院研考會，

2009）。 
4 儘管有機關以民眾滿意度做為考績標準，但也只是在某種程度上而已，此作法亦非無人

質疑（如丘昌泰，2002）；而且做得好的可以獎勵，服務差的並無罪罰，如此能否導引

官僚從心發起提供良好服務的志向，不無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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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但是難以保證其行為與其填答內容將一致。本研究利用司法判決途徑，做為

解析基層機關的依據。在司法審查過程與法規刑則之下，雖然不能保證能發掘基層

機關行為的真實動機，但是，其隱藏的程度可能是最小的，或者可說被（法官）揭

露的程度是最高的。 

貳、文獻探討 

一、國家賠償 

（一）主要概念 

1. 國家的責任 

在行政法學上，國家行政的結果應如何負責，隨時代不同而演化相異的概念。

最初的「國家無責任論」，以國家為最高權威表現，公務員在國家合法授權下行

政，任何損害的課責問題，應該直接要求公務員負責。隨著公務員行政行為、及其

賠償能力受到質疑，於是發展出「國家代位責任論」，國家有責任代替公務員向民

眾賠償，不可置身事外。到了近代，公務員的角色被視為國家之手足，國家賠償責

任本應由國家自己負責，而非國家代替公務員之關係，是為「國家自己責任論」

（林騰鷂，2002：775-777）。學者多認為我國國家賠償責任應以「國家自己責任

論」較為合適（李惠宗，2007：647-648；馬維麟，1995）。 

2. 協議先行原則 

民眾對國家請求國家賠償，應先向賠償義務行政機關要求賠償；當與賠償義務

機關協議不成，或無法達到滿意的賠償要求，才能夠進行訴訟，要求司法審判。依

「國家賠償法」第 11 條規定，當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起協議之日起逾

三十日不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六十日協議不成立時，即可認為行政協

議程序完成，然後可以提起訴訟。此程序之用意在於迅速處理人民權利受害事件，

以免其訴訟之累，但是，行政機關通常抱持保守心態，甚至寧可拖延而期待判決結

果，如此反而浪費時間與人力、又多添人民之負擔（林錫堯，2005：10；周琼怡、

張國清，2004：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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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賠償法大要 

我國「國家賠償法」將國家責任的類別劃分為「公務員國家賠償責任」與「公

有公共設施之國家賠償責任」，前者採「過失責任」，後者採「無過失責任」。5 

國家賠償法係普通法，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如遇「冤獄賠償法」、

「羈押法」、「土地法」、「警械使用條例」、或「核子損害賠償法」等特別法，

則先以特別法為考量（李惠宗，2007：648-650）。 

依「國家賠償法」內容，符合「公務員國家賠償責任」案件的要件如下：「行

為人須為公務員、行為人行使公權力之行為、須為不法行為、須有故意或過失、須

不法行為與人民損害有相當因果關係」（蔡震榮，1997）。同時，對於公務員不作

為所產生的損害，亦有規定責任，若公務員的怠於職守、或行政不作為與民眾受到

損害有相當因果關係者，人民亦可請求國家賠償（李惠宗，2007：656-665）。符合

「公有公共設施之國家賠償責任」案件的要件如下：須為公有的公共設施、須公共

設施設置或管理有欠缺、須人民有受損害、公共設施設置或管理有欠缺與人民損害

有相當因果關係（蔡震榮，1997）。 

（三）法院與基層機關 

基層機關身兼政策的執行者與如何執行的決策者，雖如此，仍不免受到多元的

外在環境因素所影響（Vinzant & Corthers, 1998: 11-16），其中，法院的影響力不容

小覷。在實務上，法官對於法條的寬鬆解釋，足以壯大基層機關行政上的裁量空

間；若是限縮解釋，則窄化裁量範圍，提高其行政成本，這一開一闔之間，深深左

右基層機關的行政行為（Levine, Peters & Thompson, 1990; Wilson, 1989: 275-

294）。 

例如多項條文遭到大法官會議認定違憲的「違警罰法」，被迫於 1991 年廢

除，於是警察職權大為限縮，變成只是檢舉單位，而不是檢舉人還兼任裁決的法

官。6「大法官 666 號解釋」認為「社會秩序維護法」僅處罰意圖得利之一方，而不

處罰支付對價之相對人的規定（即「罰娼不罰嫖」），違反憲法的平等原則，並要

求最晚兩年內失效，迫使警察不得不調整原本的處理方式。「檢肅流氓條例」遭大

                                                      
5 「過失責任」指公務員因故意或過失而對民眾產生損害，才有賠償之責；「無過失責

任」是指不因公務員故意或過失而究責，只要對民眾產生損害，即可能有賠償之責。 
6 違警罰法第 18 條說明警察機關有權對違警民眾處以罰鍰與十四日以下的拘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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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三度判決違憲，最後更要求行政機關限期修正，警察再也不能以「品行惡

劣」、「欺壓善良」等不明確法律條文入人於罪。這些法條修正所產生的效應，足

證司法機關直接影響基層機關實際行政行為的情況。 

司法機關之所以有如此的影響力，在於法官的判斷直接決定孰合理、孰不合

理，或者孰違法、孰合法。本研究所蒐集之資料結果是確立於法院之中，在法院之

中，兩造各擅其事，無不盡力辯白己是而人非，於是，司法判決結果就是判定基層

機關與民眾互動的最佳立足點，當民眾質疑其服務品質時、當民眾與其利益有直接

關係時，基層機關的反應才可能是出自於原始的動機。 

二、基層官僚的行為與其影響 

（一）基層機關與基層官僚 

基層機關（street-level bureaucracy），就是「在人力上任用明顯大量基層官僚

的公務機關」（Lipsky, 1980: 3），簡言之，即公共政策的第一線執行單位，或者是

與民眾最直接接觸的公務機關。基層機關倚賴基層官僚提供政策賦與的服務與財

貨，同時，機關裡的特有文化和規範陶鑄基層官僚的行為模式與其對民眾的反應

（Kelly, 1994: 138-139; Maynard-Moody & Musheno, 2003: 55-63），所以，基層官僚

應付民眾的服務行為，在相當程度上，其實反映所屬機關的服務取向與態度。另一

方面，發生國家賠償事件時，基層機關審查民眾國賠申請者，通常會先指派有關權

責人員（亦即基層官僚所屬單位人員）接觸案件，判斷該事件是否應由該基層機關

負責處理，此時，基層官僚的行政行為顯然可以影響整個國賠案件的發展，因為他

們可以「確定」應否為義務機關。基層官僚在相當程度上代表機關的意向，在國賠

審理過程中也扮演關鍵的角色，探討基層機關在國賠事件上的作為，應該先瞭解基

層官僚。 

基層官僚，如同 Lipsky（1980: 3）所言：「在工作之中與民眾直接互動、以及

能對其工作執行施行裁量的公務人員」。舉凡公立學校教師、警察、社工、衛生人

員、或其他第一線公共服務人員等等，他們是政策的實際執行人員，所以與民眾進

行第一線接觸，民眾對於政府的好惡可能直接產生於與他們的互動結果，或者，民

眾將自己對於政府的好惡直接投射、發洩於他們身上。另一方面，在執行的同時，

也需要依憑其主觀的判斷，權變其施行方式（當然，絕大部分是在合法的範圍

內），立基於機關裡的正式與非正式規範、本身的專業訓練、以及繁雜稠濁的法規

條文記載，為了應付不同民眾的不同需求，可以發現基層官僚必須持續調整其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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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Lipsky, 1980: 13-16）。以下將探討基層官僚的裁量及其行為影響所具備的意

義。 

（二）裁量下的行政行為 

基層官僚身為政府政策的執行者，理應受到普遍的支持，然而學術上批判其行

政行為者甚多，重點多在於其賴以解決問題的裁量權上，亦即其得以決定如何與民

眾互動的權力。描述基層官僚行政行為最為經典者當為 Lipsky（1980: 87-156），

他直接歸納出基層官僚的四種行為模式：第一，限制民眾需求或接觸服務的機會，

例如要求排隊，如此則需求不急的人或不耐久候的人，自然直接離去；或者「一切

按規定走」（routinization），不主動瞭解民眾的需要，然後全然以規定是否符合、

或要件是否到齊為考量。第二，偏好性的行政作為，例如僅對於可以快速完成或較

可能完成工作的民眾，提供較充份的服務；或者，依照民眾給予的第一印象好壞，

視情形提供不一樣的服務品質。第三，儘可能限縮民眾的需要以及可提供的服務。

第四，調整自我對顧客處理的心態，例如嘗試自我調整「工作的概念」

（conceptions of work），即個人心態儘量與工作產生疏離，將工作視為不可避免的

壞事，可能的結果就是得過且過；或者自我調整「顧客的概念」（conceptions of 

clients），將「民眾」這一概念進行分類，只處理與自己工作相關的民眾，其他一

概不管。 

另外，Maynard-Moody 與 Musheno（2003）闡述基層官僚的裁量行為，發現他

們與民眾接觸的同時，他們會依照民眾顯示出來的印象，判斷是否具有提供他們良

好服務的「價值」（worthiness），換句話說，民眾接受的服務，其內容不以實際需

要為主，反而是以第一印象為用。根據 Vinzant 與 Corthers（1998）的直接觀察，

基層官僚的行為主要立基於對於服務的過程面與結果面兩者考量，然後視情況調整

其處理方式，所以，有時候需要仔細思索民眾當前的需要，而後採取妥適的措施；

有時候案件簡單，完全依規定要件處理亦無妨。 

綜上所述，基層官僚的行政行為並不如傳統認為上令下行而已，他們不會完全

僵固地依照一定模式作業，事實上亦不可能。他們會視情況對民眾採取積極的或消

極的作為，這些情況可能有利於民眾、也可能有害於民眾。更重要的是，許多時

候，基層官僚提供的服務內容，並不是依照民眾的實際需要，亦非視情況迫切而

定，而是根據民眾投射出的第一印象好壞而反應（Maynard-Moody & Leland,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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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行政行為的影響 

對於基層官僚的裁量作為，民眾，特別是弱勢族群，無疑是最大受害者。若顧

客能夠自由決定接受財貨或服務的話，就能夠確保至少打平成本與效益，甚至於有

剩餘的利益；不過，民眾並非顧客，許多情形下他們接受的財貨與服務並無其他替

代選擇，無法自由接受與退出。換言之，即使成本大於接受後的效益，民眾也沒有

其他選擇，只能黯然承受。政府提供的財貨與服務大多如此，而提供的主導權在於

基層官僚，相較之下，民眾成為弱勢者（Lipsky, 1980: 54-56）。 

Hasenfeld（1985）對於社福政策接收者的調查顯示出，「個人收入」、「社福

政策種類」7、以及「政策服務的受益程度」等三個變項的路徑分析結果為正相關，

意味著收入高的人較有能力選擇自己認為不會受到侮辱的福利方案，8 然後得到較

高的滿意度；相對的，收入較低的人則相反，較常接受需要經濟狀況調查的社福政

策，然而得到的服務又不令人滿意。Meyers 等人（1998）對於福利政策的施行情況

進行調查，將官僚與民眾的互動分為四類（見表一），其中佔半數以上情況的是基

層官僚提供少量的資訊與消極的處理作為（即表一的「工具性的型態」），有 55%

的民眾無法獲得充分的政策資訊，同時又遭到消極處理。在資訊不對稱的情形下，

民眾可能失去許多政府的援助（因為不知道）；另一方面，由於官僚的統一化處理

方式，而非個體化處理，所以常見的或一般的民眾問題可能得到解決，但是不尋常

的、特殊的案例卻易被漠視，換句話說，無法依照民眾切身問題，予以妥適處理。

此外，在抽象的福利政策執行上，官僚通常重視的是容易評估其績效的資格審查程

序，而不是程序後端、能否改善弱勢民眾就業問題的政策目的（Riccucci, 2005: 70-

73）。弱勢族群之所以弱勢，在於可用資源不足，如果再加上可選擇的替代方案稀

少、資訊不對稱、官僚服務不周全且態度消極，他們如何能接收到政府良善政策的

美意呢？ 

                                                      
7 該研究中的社福政策變項分為需要與不需要「資產調查」（means test）兩類，為虛擬變

項，0 為需要經濟情況調查的社福政策，1 為不需要經濟情況調查的社福政策。 
8 文中的一項論點認為資產調查對於民眾而言，是一項令人望之怯步的程序，因為必須接

受服務人員詰問自己甚為窮迫的生活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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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基層官僚與民眾互動的型態 

 高度資訊提供 低度資訊提供 

高度的積極裁量

與個體化處理 
「轉換型」（transformational）
，約有 18% 顧客接受如此行為。

「特殊恩寵的」（particularistic）
，約有 6% 顧客接受如此行為。 

低度的積極裁量

與個體化處理 
「例行化的」（routinized），約

有 21% 顧客接受如此行為。 
「工具性的」（instrumental），

約有 55% 顧客接受如此行為。 

資料來源： “On the front lines of welfare delivery: Are workers implementing policy reforms?” 
by M. K. Meyers, B. Glaser. & K. M. Donald, 1998,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17(1), 14. 

 
針對弱勢民眾為何未對社會福利政策產生高度的參與感，Prottas（1981）認為

主因在於基層官僚嘗試製造成本，讓民眾承擔，然後使之較不願意要求服務。其成

本分別為：第一「心理成本」（psychology cost），民眾常被迫漫長的排隊等候，

卻又未獲任何說明，似乎意涵「你是不重要的」；在申請過程需要被陌生的官僚詢

問不受信任的問題，例如背景、身份等；申請者如同「懇求者」（supplicant），無

形中使基層人員有某種「『社會』優勢」（“social” advantages），且必須要達到他

們的要求。第二「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等候的時間過鉅，程序複雜又

時常需要詢問、更改與修正，加長時間的耗費；相關機關的距離造成往返之交通成

本。第三「資訊成本」（information cost），人往往只知道方案的「存在」，卻未

知其詳情，須耗費一番心力後才能瞭解。簡而言之，因為要接收官僚的政策服務，

須先承受上述各種成本的壓力，自然大大減低民眾參與社福政策的動力。 

由這些研究與調查可以發現，基層官僚施行裁量的作為往往有害於民眾，使民

眾無法獲得應該得到的政策效益，甚至於受到心靈與精神上的壓力。不過，官僚的

行政行為並非絕對如此。強調「積極代表性」（positive representativeness）與「消

極代表性」（passive representativeness）兩概念關聯性的「代表性官僚理論」

（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 theory） 9  可以提供部分反證，Meier 與 Stewart

（ 1992）、Hindera（1993）、Selden（ 1997）、Grissom、Nicholson-Crotty 與

Nicholson-Crotty（2009）等研究均一致顯示，負責執行政策的基層官僚，他們的生

                                                      
9 「消極代表性」表示官僚的背景因素如性別、種族、籍貫等；而「積極代表性」則意指

官僚的實際作為為其相同背景的群體提供優惠服務。代表性官僚理論主要探討消極代表

性與積極代表性的聯結關係，且通常倡導前者影響後者，例如，在美國，非洲裔的官

僚，其裁量行為可能顯著優惠非洲裔的弱勢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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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背景（主要是種族），深深影響實際的行為模式，明顯較優惠與其相同種族背景

者。對於一個種族發展不甚平衡的時空環境，官僚能夠憑藉其專業適量地扶助較弱

勢的族群，亦未嘗不是一項促進社會公平的行為。 

綜上所述，多項研究發現基層官僚與民眾的互動結果往往是民眾遭受損害，無

論是在實質上的政策效益未接受、或者是心靈上的官僚服務不體恤。然而，代表性

官僚理論則認為官僚也可以為民主社會製造公平發展的平台，為較弱勢的族群提供

較多的服務。以此推論，與國賠事件有牽連的基層官僚，有可能消極應付，也可能

積極處理，若為前者，當民眾提出國賠申請時，可能因為基層官僚的阻礙或防備，

而無法向義務機關求得應有之賠償；若為後者，則在基層官僚負責任的處理下，或

可得到令其滿意的政府善意。兩者情況的取捨，關鍵在於基層機關處理人員的動

機。 

三、國賠案件中的基層機關行為 

（一）行為動機 

在國賠事件之中，基層機關如何與民眾互動？其動機為何？檢視文獻發展，本

研究區分為「私利」與「專業」兩類。 

國賠事件的發生，在於民眾體認到己身遭受損害，然後向義務機關要求負責。

此事件並不同於提供申請表單、政策內容諮詢、或者遞茶水等簡單服務內容，當國

賠申請的同時，基層機關勢必面臨如何應對的難題，因為一旦案件成立，機關即須

負責賠償，所以思考：「是否己身造成？若是的話損害應賠償至何種程度？」。一

份探討官僚如何為晉陞而努力的研究可以為官僚動機提供啟發，該文談到官僚總是

積極於提升自己的官階俸祿，為此，理性的他們可能無所不用其極地討好上司；或

者扭曲資訊，只將有利於己者往上呈報（Tullock, 1965: 66-75）。對於官僚動機的

討論，Downs（1967）的作品推導出豐富的假說，若接到民眾的國賠申請，必然對

日常業務產生更多負擔；若是案件成立，則義務機關必須付出賠償金，而且機關名

聲亦將受損，連帶有關人員本身可能也會受及刑罰，10 這些後果都是「攀附者」

                                                      
10 花蓮一名酒駕客被帶回派出所後大吵大鬧，警方以腳鐐銬住他的手，未料他睡著後卻被

腳鐐繞頸勒斃，家屬請求國賠核准 190 萬元。法院認為執行警員有過失，刑事部分判他 3
個月有期徒刑、緩刑 2 年；此外，花蓮縣警局亦召開求償審查會議，議決是否由該警員

負擔賠償金。詳見「腳鐐當手銬 勒斃醉駕駛」，自由時報（2006 年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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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ber）與「保守者」（conserver）類型的官僚所不願見到的。11 另外，預算對

於官僚的意義，在於可以提升權力與名聲等相關因素，預算越多，可用的執行資源

越多（Niskanen, 1994: 38-41），因此，就追求預算極大化的官僚而言，國賠案件成

立的結果就是機關可用資源將被剝奪，12 所以，國賠案件象徵執行資源減少的危

機。綜合上述，從一個理性自利與預算極大化的出發點而言，基層機關處理國賠案

件的人員，可能會消極地應付民眾的國賠申請，極力卸除應有責任。這些努力的目

的是為了化約國賠事件所帶來的衝擊，能將衝擊減至最低的方法可能只有一種，就

是「拒絕負責」。 

另一方面，雖然官僚不免考量私利，但是私利並非唯一重點。針對實際觀察的

結果，Moore（1990）認為「任務使命」（mission）亦為基層官僚行政行為的動機

之一，他們據此對民眾提供積極的、解決問題的服務內容。「專業本質」亦為基層

官僚認為是提供優質服務的重點要求之一（郭淑珍，2003；蔡允棟，2001）。

Musheno（1986）則認為「自利」並不能完善地解釋官僚行為，他們有時是以「分

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做為行為決策的考量基礎。當遇到難題時，基層官

僚未必會消極迴避，他們也會自願尋求解決之道處理之（邱上真，2001）。由此可

知，自利並不是行政行為的唯一考量，基層機關處理國賠案件的人員，可能立基於

「任務使命」、「專業本質」、或者「分配正義」等因素，或可概論之出於「專

業」的素養與訓練。所以，根據「專業」這一價值做為出發點，基層機關面對國賠

事件時，能開誠布公地與民眾討論協調，共同解決政策服務所造成的問題，然後撫

平民眾受損害的身心。 

在一個以「私利」為主要考量的基層機關，一旦發生國賠事件時，其成員將致

力於化約責任以使其衝擊極小化，無論該機關應否負責；相對而言，一個重視「專

業」的基層機關，面臨國賠案件，能就事論事，與民眾協調，以解決問題。此兩種

動機交互牽絆，共同影響機關中處理國賠案件之人員的行為，連帶影響機關的最後

態度。基層機關的取捨，左右民眾能否得到應有的正義。 

                                                      
11 在 Downs（1967: 88-90）的討論中，此二類型的官僚動機皆以私利為主，前者重權力、

收入、以及名譽；後者重便利與安穩。 
12 雲林縣林內鄉即因為須償付 300 多萬元國家賠償金，導致原本吃重的財政調度更形困

窘，預計連續兩個月的公所人員薪水都無法如期發放。詳見「林內未發薪 籌錢又碰

壁」，聯合報（2005 年 8 月 26 日）（C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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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行為類型 

本研究以法官判決結果，將基層機關與民眾的互動行為區分為三類（參見表

二），第一類「基層機關迴避責任，經法官判決基層機關勝訴者」，基層機關對於

民眾的究責要求，給予否定答覆，而且獲得法官認定，此意謂雖然民眾發生損害情

況，但並非其所造成。第二類「基層機關迴避責任，但經法官判決民眾勝訴者」，

為基層機關對於民眾的究責要求，給予否定答覆，然而法官卻認為其應負起責任，

此意謂基層機關提供服務不周全，而且不願與民眾協調處理。第三類「基層機關承

擔責任，然後與民眾協議完成者」，基層機關面對民眾的要求，甘願坦誠處理，然

後能與民眾共同解決問題，擔負適當賠償，而不是一味地拖延。 

表二 爭議性國賠案件中基層機關與民眾互動的行為類型 

法官意見 

基層機關行為 
法官判決贊同 法官判決不贊同 

基層機關迴避國賠責任 類型一 類型二 

基層機關承擔國賠責任 類型三  

資料來源：本研究 
 

基於自利動機，基層機關採取的行為模式為類型二，為了規避可能的法律責

任、以及金錢賠償，官僚會抗拒民眾的求償，藉由漫長的求償程序讓民眾知難而

退，他們想的是如何省去與民眾糾纏的困擾，一切事因均歸之於民眾或不可抗拒因

素，因為如此才能夠保其便利、預算、名譽、權力、以及有關人員不受刑罰等。相

對弱勢的民眾，遇到此類基層機關，除非能夠撐到司法判決過程，否則抗壓力不足

的話，通常在與機關協議不成後，只能不了了之。 

基於專業，基層機關未完全以私利為重，能顧及民眾權益或就客觀事實審斷，

其行為模式屬於類型一。在類型一之中，機關能夠秉持專業考量，甘冒民眾之大不

韙，堅定其立場而非委屈求全；雖然在基層機關面前的民眾屬於相對弱勢，本研究

認為仍不能漠視民眾可能的理性行為，因為他們可能將小事延伸至國賠層級，然後

圖謀獲取高額的賠償金。所以，經由法官判決可以斷定基層機關非因自利而卸責，

乃以專業事實考量。在類型三之中，在民眾提出國賠申請之初，基層機關不能即時

處理應負之責任，難謂其不以私利為重；但經過法官裁判後，終究能願意與民眾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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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處理國賠事宜，敢於承擔賠償，故此類型行為的表現，理性自利與專業主義兩者

皆有相當影響力。本研究理論架構如圖一所示。 

 
 
 
 
 
 
 
 
 
 
 

圖一 本研究理論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繪 

參、研究方法 

一、分析單位 

本研究以國家賠償案件中，發生於基層機關，且延續至司法訴訟程序者為「分

析單位」（units of analysis），本研究稱之為「爭議性國家賠償案件」。之所以以

之為探討基層機關服務動機與行為的原因有二點，第一，是因為此事件有別於傳統

上著重的形式服務，如填表格、遞茶水、電話禮儀等，這些服務內容並未促使機關

的利害與民眾相關且通常有標準化作業程序，有利機關可以掩飾其潛藏的動機；在

國賠案件中，機關與民眾形成對立，案件的成立與否，足以深切地影響機關實質的

利害，在這個時候，基層機關如何與民眾應對，其所表現之行為與原始動機較為相

符。 

第二，本研究只以公所與民眾協議不成、且延伸至司法程序的爭議性國賠案件

為標的（亦即圖二的 F 部分資料），卻未納入與義務機關先行協議完成者（亦即圖

二的 D 部分資料），在於前者係最具爭議性的情況，即無法於第一時間內由義務機

關與民眾取得處理共識，以致於延續至司法訴訟。如果連此紛擾不清的情況，都能

理性自利 

專業主義 

類型一行為 

類型二行為 

類型三行為 

動機 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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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C 

民眾發生損害， 
求償與否？ 

B 

基層機關審議

E 

提出國賠訴訟？ 

F 

進行司法審判 

G 

是 

否 

協調成功 

拒絕賠償 

不提訴訟 

提出訴訟 

表現出基層機關全然以專業為取捨（即類型一行為），那麼，本研究才能夠有信心

地認為，發生國賠事件時，民眾能與義務機關先行協議完成者（亦即圖二的 D 部分

資料），其獲得的賠償能夠「充分合理地」彌補所受損害（即賠償=損害）；否

則，本研究質疑，民眾獲得的賠償與其損害有相當不合理的落差（即賠償＜損害，

或賠償＞損害）。因為，基層機關與民眾處於不平等的地位，資訊不對稱，本研究

無法只以「提供賠償」這一行為，即認定義務機關先行協議完成者（亦即圖二的 D

部分資料），其基層機關的行為全然出自於「專業」；另一方面，也不能完全否定

民眾憑藉己力（利用關係或輿論壓力），哄嚇基層機關，取得較高賠償的可能性。

所以，本研究僅使用延伸至司法程序的國賠案件（亦即圖二的 F 部分資料）的關鍵

在於，有司法機關做為基層機關與民眾兩造行為的合理裁判。 

 
 
 
 
 
 
 
 
 
 
 
 

圖二 民眾提出國家賠償之過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繪 

二、資料蒐集 

「基層機關」概念的操作化，以與民眾日常生活最常接觸的「公所」代表之，

公所包含鄉、鎮、市、以及區等層級者，通常負責業務有民政、財政、建設、社會

福利提供、兵役、調解、以及清潔衛生等，民眾日常所需事務，幾乎由公所經手提

供。利用「二手資料分析法」（secondary analysis）以法院裁判書與報紙報導做為

資料蒐集管道。本研究以前者資料做為研究分析基礎，後者則做為理論討論之補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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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裁判書 

本研究嘗試以近五年（2005 至 2009 年）為範圍，蒐集民眾與公所協議不成，

向法院舉告國家賠償的案件。利用司法院網站中的裁判書查詢網頁，首先以「司法

院簡易法庭檢索」蒐集地方法院簡易庭審理的國家賠償案件；13 接著以「司法院法

院檢索」蒐集地方法院、高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審理的國家賠償案件。14  

蒐集過程上，在搜尋網頁中的「裁判類別」部分勾選「民事」，「裁判日期」

部分填上「94 年 1 月 1 日至 98 年 12 月 31 日」，「裁判案由」上填入「國家賠

償」，接著在「全文檢索語詞」部分填上「公所」，然後開始查詢。經過篩選後，

總共取得 339 件有關公所與民眾的國家賠償裁判書。 

（二）報紙資料 

以近五年（2005 至 2009 年）為範圍，利用「聯合知識庫」、「慧科大中華新

聞網」、自由時報電子報、以及「知識贏家」（中時新聞資料庫）等資料庫，廣泛

地收集相關資料。在報紙內容蒐集過程方面，為廣泛取得基層機關的國賠案件新

聞，在關鍵字搜尋上共進行二項步驟（如表三），第一部分，首先以「國賠」關鍵

字搜尋，然後以「公所」關鍵字窄化搜尋；第二部分重覆前一步驟，不過，將「國

賠」改為「國家賠償」。「國賠」與「國家賠償」兼用是為了確保資料的周全；

「公所」一詞的使用，可以搜尋鄉公所、市公所、鎮公所、區公所等不同公所人員

資料。 

本研究首先對於聯合報資料進行蒐集，一共收集 52 則關於公所的國賠案件新

聞；接著蒐集蘋果日報，蒐集完後，篩除與聯合報重覆者，共得 17 則新聞；蒐集

自由時報新聞，完成後篩除聯合報與蘋果日報已出現過的新聞，共得 21 則；最

                                                      
13 網址為 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2010/06/24~07/01。共收有台北、新店、士

林、內湖、板橋、三重、桃園、中壢、新竹、竹北（含竹東）、苗栗、台中、沙鹿、豐

原、彰化、員林、北斗、南投（含埔里）、斗六、虎尾、嘉義（含朴子）、北港、台

南、新營、新市、高雄、岡山、旗山、鳳山、屏東、潮州、台東、成功、花蓮（含鳳

林、玉里）、宜蘭、羅東、基隆、瑞芳、馬公、以及金城簡易庭等資料。 
14 網址為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參考日期 2010/06/24~07/01。地方法院資料共收有

台北、士林、板橋、宜蘭、基隆、桃園、新竹、苗栗、台中、彰化、南投、雲林、嘉

義、台南、高雄、花蓮、台東、屏東、澎湖、金門、以及連江地方法院等院；高等法院

資料共收有台灣高等法院、還有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台南、高雄、以及花蓮分院、亦有

福建高等法院金門分院等院；以及最高法院資料。 



‧公共行政學報‧  第三十八期  民100年3月 

‧90‧ 

後，蒐集中國時報新聞，完成後篩除與前三報相同者，共得 16 則。集合四大報一

共獲得 106 則新聞。 

表三 關鍵字搜尋過程 

步驟 第一項關鍵字 第二項關鍵字 

第一部分 國賠 公所 

第二部分 國家賠償 公所 

資料來源：本研究 

三、資料處理 

（一）裁判書 

裁判書資料多數可以完整呈現民眾與公所兩造的論點、案件事由、重要時間等

訊息，本研究依照研究需求，擷取重點為：裁判類別、裁判字號、裁判日期、裁判

案由、法院別、事件發生縣市、事件發生鄉鎮市區、義務機關、事件原因、民眾受

損情形、公所反應、法官意見、判決結果、以及事件發生時間，並依所取資料判斷

事件中公所的行為模式。 

所得 339 件裁判書，部分為同一案件、卻經歷多重階段的判決結果（例如一

審、二審、甚至於更一審等），本研究則以所得資料中，最後一個審判階段的結

果，做為該國賠案件類型的判斷基礎（亦即可能有一審、二審、以及更一審等三件

判決，則取用更一審結果）。15 以此標準篩選後，339 件裁判書的判決共可得出

212 個國賠案件，故可知本研究共有 212 件爭議性國賠案件，而此 212 件爭議性國

賠案件包含 339 次判決。 

                                                      
15 對此，有論者可能會質疑：「世事多變，如何確定該判決在日後不會翻盤？若是的話，

如何判定到底民眾勝訴或敗訴？」，對此，本研究認為是可能翻盤的，而此翻盤結果將

影響本研究推論。不過，基於幾項理由，仍以本研究時間範圍內的最後結果為標準：理

由一，敗訴者揚言上訴，但是並不意謂其絕對會上訴，若一直期待與預期可能的下一結

果，恐怕使研究者過度消極；理由二，本研究涵括裁判書的總體資料，若確實有新發展

的話，應無疏漏的可能；理由三，本研究仍抱持保留態度，認同案件新發展的可能，但

是以短期五年而言難以預料，後續較長期性的研究或可降低此類問題的衝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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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紙資料 

本研究取用之新聞，其內容應包含「關於公所」、「法官業已判決或公所與民

眾協調完成」兩大重點。關於第二點是針對兩種情形而設，第一為民眾向義務機關

申請國賠時，該機關能夠與民眾協調得宜，完成國家賠償事宜；第二為民眾與義務

機關協調不成，而延續至司法程序，由法官進行裁決得出結果。集合四大報紙一共

蒐集 106 則新聞，依本研究要求取捨內容、並予以編碼。擷取重點為：報行、新聞

標題、報導時間、版次、事件發生縣市、事件發生鄉鎮市區、義務機關、事件原

因、民眾受損情形、官僚反應、法官意見、判決結果、事件發生時間、以及結束的

判決階段，並依所取資料判斷事件中公所的行為模式。 

此 106 則新聞中，部分新聞為同一案件，分別報導不同階段的判決結果，例如

一審、二審、甚至於更一審等，本研究則以所得資料中，最後一個審判階段的結

果，做為該國賠案件類型的判斷基礎。以此標準篩選後，106 則新聞共可得出 90 件

國賠案件，故可知本研究共取得 90 件國賠案例相關新聞，此 90 件案例包含 106 則

新聞。 

四、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立論基礎在於 2005 至 2009 年判定的爭議性國賠案件，其中或許有少

數案件可能上訴而有翻案的機會，這些結果在此五年內無法確定，有待時間範圍更

長久的後續研究認定之。資料的取用上，只集中於「司法判決完成」者（圖二的 F

部分資料），未包括「與義務機關協調未成而未提起訴訟」（圖二的 G 部分資料）

者，此一例外資料可能有相當多數，但是以本研究判斷標準無從區別其為何種類型

（亦即民有理、或公所有理？），故捨去不用，如此限制了本研究的個案範圍。在

探討的對象上，本研究只以民眾日常生活較常遭遇的公所代表「基層機關」此一概

念。為加強內容的充實性與結論的可通則性，日後可嘗試涵括其他類基層官僚對

象，如警察、公立學校教師、16 社工等所屬的機關，如警察局、公立學校、或社福

                                                      
16 有論者可能質疑「公立學校教師是否等同公務員」？關於公立學校教師可否視為公務

員，有相當文獻探討之。大法官釋字第 308 號認為公立學校「兼行政職者」「才」可適

用於「公務員服務法」中公務員的定義，此為大眾所認知者；然而，在該解釋文中，附

有少見的「不同意見書」，有其他大法官表達不予贊同，認為公立學校教師即應視同公

務員。不過，在實務中以「中華民國刑法」第 10 條與「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的最廣義定

義而言，公立學校之教師被視為公務員並無問題；此外，在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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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等。 

肆、分析結果 

一、資料特徵 

由表四可以發現，在我國劃分的 25 個縣市地區，資料內容共含括 21 個，除了

基隆市、台中市、嘉義市、以及台南市以外，各縣市地區均有爭議性國賠案件完成

判決，反應出 2005 年至 2009 年間，判決完成的爭議性國賠案件全貌。 

以分布地區而言，判決完成的爭議性國賠案件數以台北縣地區最多，為 66

件，佔所有案件的 31.13%；其次為高雄縣，為 24 件，佔所有案件的 11.32%；第三

多為台中縣，為 19 件，佔總案件 8.96%；其他縣市除彰化縣、南投縣、台南縣、以

及宜蘭縣之外，多在 10 件以下。 

表四 關於公所的爭議性國賠案件分布 

國賠地區 國賠件數 佔總件數的百分比 
基隆市 0 0 
台北市 2 0.94 
台北縣 66 31.13 
桃園縣 6 2.83 
新竹縣 4 1.89 
新竹市 1 0.47 
苗栗縣 6 2.83 
台中縣 19 8.96 
台中市 0 0 
彰化縣 12 5.66 
南投縣 10 4.72 
雲林縣 3 1.42 

                                                                                                                                                  
中，國家賠償案件 94 年度重國字第 5 號，就是關於公立學校永和國小教師因指導佈置不

當，致學生受傷而成立的案件。由此可知，就國家賠償法的立場，公立學校教師被視同

公務員。在基層官僚理論中，公立學校教師也是多有論及的研究對象（例如 Kelly, 1994; 
Maynard-Moody & Musheno, 2003），所以以公立學校教師為研究對象，在理論上與實務

上應無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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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關於公所的爭議性國賠案件分布（續） 

國賠地區 國賠件數 佔總件數的百分比 
嘉義縣 7 3.30 
嘉義市 0 0 
台南縣 15 7.08 
台南市 0 0 
高雄縣 24 11.32 
高雄市 1 0.47 
屏東縣 7 3.30 
宜蘭縣 11 5.19 
花蓮縣 9 4.25 
台東縣 4 1.89 
澎湖縣 3 1.42 
連江縣 1 0.47 
金門縣 1 0.47 
總計 212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司法院網站公布資料17 

二、爭議性國賠案件類別 

參考「國家賠償法」內涵，本研究將收集到的國賠案件類別主要分為兩類，為

「公共設施或設備的設置與維護」與「官僚的行政行為」。「公共設施或設備的設

置與維護」主要關於公所負責的公共設施與設備是否設置與維護周全，再分為以下

三大類：第一為「一般公共設施或設備的設置與維護」，係有關公共設施或設備，

但因案件數少卻類型多元，故歸為一類，涉及的設施與設備有公墓、排水溝、人行

地下道、人行道（所繫阻礙鐵練、水溝蓋）、反光路面標記（俗稱「貓眼」）、反

射鏡、排水閘門、市場棚架、平交道遮斷器設置、垃圾場、便橋、海灘、排水箱

涵、警示標誌、陰井蓋、無障礙設施、溫泉、路樹、路燈、電線桿、運動場障礙跑

道、橋樑、路邊護欄、體育館、垃圾車設備等；第二為「道路維護」，指車行道路

是否設置與維護得宜？涉及事因可歸類如人孔蓋、平交道設計、自行車道設計、坑

洞、路面連續凹凸不平、道路塌陷、落石崩坍、道路縮減等；第三為「監督施

                                                      
17 本研究有關國家賠償之分析數據資料，均自「司法院法學資料檢索系統」中查得，然後

經由整理計算得出數據，該系統網址為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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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指公共工程進行是否合宜，公所有否監督得當？涉及事因為工程防護措施未

設、施工不當、砍伐民樹、機件漏油、以及監督未周等事。 

另外，「官僚的行政行為」則關於官僚本身的行政行為是否得當、合法、適

宜？可以分為三大類：第一為「地政與地權事宜」，指有關於公所發給土地證明、

執行上級的土地政策、以及與民眾間的土地租賃等相關事件，其涉及事因有與民眾

土地租用糾紛、徵用土地卻未完成補償程序、以及公所人員承辦地政事務有誤以致

民眾發生損害等事；18 第二類為「清收垃圾」，指公所轄下人員，其執行垃圾清理

職務時與民眾產生糾紛，例如公所人員未按標準作業程序致民眾受傷、垃圾車造成

車禍、以及人員誤將民眾可用財物清除等事件；第三類為「其他公務」，此類案件

份量較少，但型態多元，包含人事行政、公務車檢驗、兵役處理、招標程序、社福

審核、執行查封、許可伐木、捕捉野犬、拆除違建、處理廢棄車、以及調解程序等

案件。相關分類如表五所示。 

表五 爭議性國賠案件類別 

國賠類別 案件數量 百分比 

一般公共設施或設備的設置與維護 85 40.48 
道路維護 54 25.71 

公共設施或 
設備的設置 

與維護 監督施工 11 5.24 

71.43 

地政與地權事宜 29 13.81 
清收垃圾 10 4.76 

官僚的行政 
行為 

其他公務 21 10 

28.57 

總計 210 註一 100 
註一 在 212 個國賠案件中，有 2 件的資料缺漏無法使用，經延伸蒐尋後仍不得其要領，所以

使用 210 則可用案件的資料。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司法院網站公布資料 

 
從表五可以發現，就六個次要分類的爭議性國賠案件類別而言，以「一般公共

設施或設備的設置與維護」為最多，佔 40.48%，可知日常生活裡，與公所發生爭

議、且延續至司法判決的國賠案件中，民眾最常發生疑義的服務內容與公共設施或

設備有關；其次為「道路維護」佔 25.71%，多為民眾騎車途中，因路況不佳而產生

事故；第三高者為「地政與地權事宜」佔 13.81%，顯示公所人員處理土地相關事宜

                                                      
18 例如所發出之土地使用證明書的內容有誤、或發出土地使用證明程序延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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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產生相當多的爭議。另外如「監督施工」、「清收垃圾」、以及「其他公

務」類各佔 4.76% 至 10% 的比例。 

若就廣義而言，包含「一般公共設施或設備的設置與維護」、「道路維護」、

以及「監督施工」的「公共設施或設備的設置與維護」類型，佔總比例的 71.43%，

是比例最高的國賠案件類型，相對於「官僚的行政行為」類型佔總比例的 28.57%，

多出 1.5 倍餘。此比例之高，不得不令人認為公共設施或設備的周全設置與完善維

護與否，是較常引發民眾與公所爭議不休的問題。 

三、民眾受損害的情況 

本研究依照裁判書陳述，將民眾受損害的情況予以分類，分為：第一類為「死

亡」。第二類為「重傷」，此類別定義主要參考「中華民國刑法」第 10 條第 4 項

規定、19 另外如裁判書有提及重傷者亦列入，其種類如癱瘓、截肢、內臟破損、生

育能力受損、植物人、脊髓損傷、殘障、顱內出血、腦受損致智力衰退、以及眼球

剜除等。第三類為「身體其他傷害」，身體受傷害但非屬「重傷」者即列入，多為

擦傷、挫傷、以及骨折等。第四類為「財產或權益」如財產、財物、土地使用權、

名譽等。 

由表六可知，有關於財產或權益的情況最多，佔 45.71%。其次為家人或親友

死亡，佔 30.48%，其餘「身體其他傷害」與「重傷」分佔 25.71% 與 12.38%。可

以發現，民眾受損以危及生命及財產者居大多數。 

表六 在爭議性國賠案中民眾受損害的情況 

民眾受損類別 案件數量
註一 除以 210 件國賠案的百分比 

死亡 64 30.48 
重傷 26 12.38 

身體其他傷害 54 25.71 
財產或權益 96 45.71 

註一 部分案件受損情形不只一項，故總數會超出 21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司法院網站公布資料 

                                                      
19 「中華民國刑法」第 10 條第 4 項規定：「稱重傷者，謂下列傷害：一、毀敗或嚴重減損

一目或二目之視能。二、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耳或二耳之聽能。三、毀敗或嚴重減損語

能、味能或嗅能。四、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之機能。五、毀敗或嚴重減損生殖之機

能。六、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不治或難治之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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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爭議性國賠案件中基層機關的行為模式
20

 

（一）基層機關的行為模式分類  

表七顯示，類型二行為「公所迴避責任，但經法官判決民眾勝訴者」佔

49.48%，公所在近半數的案件上與民眾互動是不想承擔應負責任。如同前文解釋，

公所本於自利動機，其合理行為不會坦然承擔國賠責任，卻可能只一味地推拖延宕

程序；或者誠意不足，無法讓民眾獲得應有的賠償。藉由法官審判，釐清了公所的

類型二行為。另一方面，由於法官審理事實，澄清類型一「公所迴避責任，經法官

判決公所勝訴者」的行為模式，顯示在 50% 的案件中，公所堅持專業立場，不願

妥協民眾要求，非不敢承擔責任，實因為肇因不在己身。 

類型三「公所承擔責任，然後與民眾協議完成」佔 0.52%，僅有一個案例。該

案在民眾向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提起訴訟後，獲判勝訴，公所即須予以賠償，又過了

三個多月後，公所才向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提起和解。只不過，原本在基層機關

就應該協議的事情，經過 2.73 年後，才在高等法院上完成，這過程不知已虛耗多少

資源。21 

整體而言，公所屬於類型一行為的案件佔 50%，略高於追求私利的類型二行為

（佔 49.48%），此顯示，專業主義的影響力微高於理性私利。假設基於完全專業主

義的前提，類型一行為的比例應為 100%；但是，考量公所掌握資訊不充分或時間

限縮等有限理性的問題，難以達到 100% 高標準，至少應有「顯著大幅高於」類型

                                                      
20 關於以下分析的資料取捨，在此說明。本研究的重點即在於探討發生國家賠償案件時，

基層機關（即公所）如何與民眾互動，而互動的判定取自法院判決，然後解析基層機關

的動機為何？本研究判定基層機關行為的重點在於：「法官認為公所應否對於民眾損害

負起責任」，這時，本研究會進一步研究法官的判決「憑藉何事」？訴訟之進行必須符

合「程序」與「實體」兩要件，本研究取材資料中，有民眾訴訟只因為程序不符，以致

於敗訴，對此類者，本研究無法知曉就「實體」面而言，誰合理與誰不合理，所以無法

分辨屬於本研究中行為模式的哪一種類，故不用於行為模式的分析之中。此類案件共有

13 件。 
 另外，因為有 3 件國賠案件停留在最高法院裁決為「發回重審」，故仍無法用以判斷基

層機關的行為類型，所以再捨去 3 件案件。 
 所以，捨去「程序主導判決」13 件、「發回重審」3 件、以及前述資料不全的 2 件案

件，接下分析資料從原本的 212 件變為 194 件。 
21 可參考，在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中，國家賠償案件 95 年度國字第 7 號、以及台灣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中，國家賠償案件 97 年度上國字第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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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行為的表現。不過，就實際而言，類型二行為有 49.48% 的以例，這表示近半數

的情況為公所迴避責任，如此不可謂之不高；反觀類型一行為，雖有 50% 的比

例，但是僅高於類型二行為 0.52 個百分點，不可謂之不低，在這樣的情形下，難令

人認為公所處理爭議性國賠案件「主要」出自於專業考量。 

表七 爭議性國賠案件中公所的行為模式及其比例 

法官意見

公所行為 法官判決贊同 法官判決不贊同 

公所迴避國賠責任 
類型一 

50%（97）註一 
歷經 2.94 年

註二 

類型二 
49.48%（96） 
歷經 2.71 年註三 

公所承擔國賠責任 
類型三 

0.52%（1） 
歷經 2.73 年 

 

註一 百分比為該案件類型佔總案件 194 件的比例；括弧中為數量。 
註二 為事件發生至判決完成歷經的平均年數；若事件發生時間無法確定的話，則使用民眾向

公所提出國家賠償申請的時間。此類行為模式有 2 件案件的原始資料有缺漏，故 97 件

案例共有 95 件可以計算年數。 
註三 此類行為模式有 1 件案件的原始資料有缺漏，故 96 件案例共有 95 件可以計算年數。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司法院網站公布資料 

 

（二）基層機關的行為反應測量 

在前一分析中，發現在 50% 的爭議性國賠案例（即類型一）中公所的反應確

實出自於職責或者專業的考量，所以法官認同其無須為民眾的損害負責；但是，仍

有 49.48% 之高比例的案例（即類型二），是公所應負責卻不願與民眾協議解決

者，對於此高比例，其可能原因何在？前一部分是以各案件最後一次的裁判結果做

為公所行為的判斷標準，反而忽略歷次裁判書中，公所的動態表現，所以此處將以

每一次裁判書為分析單位，藉以瞭解有否利於公所規避應負責任的可能因素。 

為了再深入瞭解基層機關與民眾的互動行為，本研究根據裁判書資料，將公所

的辯白主張歸納為八類：第一「依法行政」，指公所旁徵博引相關法規，以表示其

行政行為正當；22 第二為「證據不足」，指提出反證或質疑，表示民眾損害與公所

                                                      
22 例如，臺灣苗栗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94 年度苗國小字第 1 號中，公所被民眾告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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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行為的因果關係薄弱、或認為民眾根本沒有損害；第三為「賠償金不合理」，

指民眾求償金額過高或不合理；第四為「民眾過失」，指事件發生是民眾已身所

致，與公所無關，通常歸因於民眾酒駕、未盡注意、或其他民眾自發行為所致；第

五為「非負責機關」，指發生事故的設施不屬於公共設施、造成損害的行政行為不

屬於公權力行為、或事故設施非公所負責管理或設置等；第六為「求償時效已

過」，指當事人提出國賠申請已超出時效，故申請無效；23 第七為「民眾身份無權

求償」，指提告民眾與受害當事人的親屬關係不允許當其法定代理人、提告民眾身

份非受損害土地的所有人、或未行書面先行程序以致不受理國賠等理由；第八為

「天災等不可抗因素」，指損害事件的發生肇因於颱風、或連日大雨，而非公所管

理不周。 

以上八類為公所通常用以反駁民眾所提告訴之反應，除了第三類理由與事件究

竟應否由公所負責的因果推論較無關係之外，本研究將以另外七類進行分析。分析

的單位為所有裁判書的判決而非案件，藉以嘗試探測各項理由影響成為類型一或類

型二案件判決的可能性，進而瞭解公所的行為動機。 

1. 基層機關辯白的勝率 

此處以收集的 339 則裁判書做為分析基礎，在分析前，先去除無法從裁判書瞭

解公所辯白理由者、資料不詳者、判決發回重審者、和解者、24 因程序致民眾敗訴

者等一共 48 則，這些內容均無法瞭解公所所持論點、以及無法歸類為類型一或二

的行為。接著，因為「賠償金不合理」理由與公所應否負賠償責任的爭論較無關，

所以捨去之，有 21 則裁判書因此無法用於分析，故不用入分析。所以在去除 69

（48+21）則裁判書資料以後，以剩餘的 270 則裁判書資料進行研究分析。分析結

果如表八所示。 

                                                                                                                                                  
潔人員將其財物清除丟盡，公所則表示「…依『廢棄物清理法』之前開規定執行清除工

作，係依法令所為……」。 
23 「國家賠償法」第 8 條規定：「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二年間不行

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年者亦同。」。 
24 屬於類型三行為的唯一案件，歷經二次司法訴訟過程（參見附註 20），第一次訴訟為民

眾勝訴；第二次則是公所主動提起和解（即此處所稱「和解者」）。在此處探討中，除

第一次判決納入分析之外；第二次判決因難確定理性自利或專業主利主導，故不用入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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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爭議性國賠案件中公所反應受到法官贊同的機率 

公所提出的理由 有否引用 類型一行為 類型二行為 卡方檢定結果 
有 63.3%（38）註一 36.7%（22）

依法行政 
否 42.9%（90） 57.1%（120）

較高** 註二 

有 51.2%（62） 48.8%（59）
證據不足 

否 44.3%（66） 55.7%（83）
-- 

有 39.4%（71） 60.6%（109）
民眾過失 

否 63.3%（57） 36.7%（33）
較低*** 

有 42.5%（65） 57.5%（88）
非負責機關 

否 53.8%（63） 46.2%（54）
較低* 

有 58.8%（10） 41.2%（7） 
求償時效已過 

否 46.6%（118） 53.4%（135）
-- 

有 71.4% （10） 28.6%（4） 
民眾身份無權求償

否 46.1%（118） 53.9%（138）
-- 

有 25%（6） 75%（18） 
天災等不可抗因素

否 49.6%（122） 50.4%（124）
較低* 

註一 括弧內為裁判書件數。 
註二 顯示出針對各理由之提出，受法官判為類型一行為的機率結果。其中* 表示 p value < 

0.05；** 表示 p value < 0.01；*** 表示 p value < 0.001。標記為「--」表示不顯著。 

資料來源：本研究 

 
從表八可以瞭解各理由存在時，經由法官判定而成為類型一行為的機率，此

外，亦呈現以單一理由之存在與法官判決為類型一行為，兩者獨立性的卡方檢定。
25 以上七則理由，造成類型一判決的比例超越 50% 者（亦即半數以上）有「民眾

身份無權求償」、「依法行政」、「求償時效已過」、以及「證據不足」等四項，

這四項只有「依法行政」的卡方檢定有顯著的結果，其餘三者皆不顯著，表示這三

項理由成立的立場不夠強。另外，機率低於 50% 的有「非負責機關」、「民眾過

失」、以及「天災等不可抗因素」，這三項在卡方檢定上皆為顯著，意謂，如果公

所單獨提出這些理由，不被法官接受的可能性很高。這樣各理由的機率比較與卡方

檢定，只能提供相對較粗略的意義，因為各裁判書中，公所執有的理由不一定只有

                                                      
25 卡方檢定的運用上，各機關理由的內容分為「有提出」與「未提出」，判決結果則分為

「類型一行為」與「類型二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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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不過，在公所的反應中，「有相當比例容易遭受法官所否定」的這一見解，

應該是可以被接受的。 

2. 發掘有利於基層機關的論點 

為了再深入探討基層機關反應的動機，接著將利用邏輯迴歸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瞭解各理由影響法官判決的情形，找出有否利於公所辯詰的理由。表

九顯示，能夠解釋判決結果的理由共有四項，分別為「依法行政」、「民眾過

失」、「非負責機關」、以及「天災等不可抗因素」，其中有一項理由是確實顯著

有利於基層機關轉移或否認責任，即「依法行政」。對於專業的基層機關而言，本

於事實，依循法規，理所當然可以表示其行為皆有法理可依歸，而且法官也能予以

接受；對於理性自利的基層機關而言，為將國賠案件的衝擊極小化，如果知道「依

法行政」理由易為法官接受，應該視之為有利於規避責任的藉口而趨之若鶩。 

然而，有三項理由不易被法官所接受，即「民眾過失」、「非負責機關」、以

及「天災等不可抗因素」，此三項理由被提起的次數分別為 180 次、153 次、以及

24 次，其數量之多，遠超越其他理由。此處有二點可能的解釋，第一，可能為基層

機關已知爭議性國賠案件之責任在己，為規避應負責任而提出這些論點，但是遭法

官推翻；第二，或者基層機關以其專業角度普遍認為責任不在己身，之所以被判為

類型二行為的結果，主因在於司法審判的解析角度與之不同。26  

針對第二點，根據幾點理由可以判斷答案是否定的。首先，這三項理由，是由

各地不同公所頻繁地提出（故其被提出之次數如此之高），卻遭到不同法院的不同

法官，幾乎一致地推翻，給予屬於類型二行為的判決結果（所以此三項理由與判決

結果為負相關）。因為公所本身就是國賠案件的利害關係人，難令人認為其考慮的

重點並非著重於公所利害而是專業判斷。其次，即便公所真出自於專業判斷，是否

表示公所間普遍存有一種行政「慣性」，或者是盲點，以致於相異公所間「頻繁」

提出這三項「不適當」理由，在以全面角度審查的法院下，往往面臨否定的回應？

                                                      
26 行政法上有一「不確定法律概念判斷餘地」的概念可以參考。所謂「不確定法律概念」

是指例如「憲法」第 23 條所示的「緊急危難」或「公共利益」等屬抽象難定義的概念。

「不確定法律概念判斷餘地」指的是對於「不確定法律概念」的審查，司法機關通常僅

限於針對適法與否的「合法性」部分，而不及於正確適當與否的「妥當性」，因為司法

權的判斷，是一種「是非對錯」的判斷，法院無法替代行政機關作成最佳選擇（李惠

宗，2007：148），故其尊重行政機關，只問有無違法而少論正確性。以此概念套用在這

一部分的討論則是：「對於國賠案件的責任判定，基層機關的審議結果是否較法院來得

正確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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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基層機關因國賠申請所成立的國賠案件處理小組成員，幾乎是政府公務人

員，少有邀請法學專家、學者、或民代參與，其成員結構之法學素養與事理審議公

平性令人質疑；27 而且，國賠案件的處理，本身就是一件複雜的事，如果官僚不積

極學習，民眾如何能夠相信他們審理的能力呢？28 此皆難以令人完全認同基層機關

對於爭議性國賠案件的判定是來自於專業考量、而且審議結果優於法院判決。  

表九 基層機關論點影響判決的邏輯迴歸分析 註一 

 B 值（S. E.） Exp（B） 
依法行政 0.59（0.33）  1.80 
民眾過失 -1.05（0.28）*** 0.35 
非負責機關 -0.51（0.27）  0.60 
天災等不可抗因素 -1.12（0.51）* 0.32 
常數 0.85（0.32）** 2.34 
  
母體數 270 
-2 log likelihood 344.66 

Cox and Snell R2 0.10 
Nagelkerke R2 0.14 
正確預測率 65.90% 
Hosmer and Lemeshow 檢定 0.329 
註一 依變數為法院判決行為類型，為虛擬變數，判決結果屬類型一行為=1，屬於類型二行為

=0；自變數則為公所所執理由，皆為虛擬變數，有提出者=1，未提出者=0。為了找出顯

著的自變數，此處以向前加入法進行自變數選取。 
 表示 p value < 0.1；*表示 p value < 0.05；**表示 p value < 0.01；***表示 p value < 0.001。 

資料來源：本研究 

                                                      
27 在桃園縣就有縣議員質疑此點，並於議會上質詢相關官員。當時縣府法制室主任葉火雲

即表示：「…現行國家賠法有缺失，無論法令重新修正、處理小組成員結構調整，個人

絕對非常贊同…。」。可參考「國賠求償難 議員：官官相護」，中國時報（2006 年 6 月

13 日）（C2 版）。 
28 台北縣政府為因應升格準直轄市，特別為各機關辦理國家賠償實務講習會，結果參與人

數稀落，亦有應到而未到或不須到而有到的狀況。可參考「國賠講席 流於形式」，中國

時報（2008 年 3 月 24 日）（C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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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論與結論 

一、結果探討 

（一）民眾終究居於弱勢地位 

依照法定程序，民眾須先向義務機關提起國賠申請，機關收到申請以後會在內

部進行評核，判斷事責歸屬，可能的結果有二：協調破裂拒絕賠償、以及同意賠償

且滿足民眾要求。前一種結果考驗民眾的耐壓性是否充足，如果民眾決心上求司法

機關進行最後裁決，則提起訴訟；不過，如果民眾資源匱乏無以憑依，通常只能默

默承受，不了了之。從表七的結果可以發現，49.48% 的案件是基層官僚迴避國家

賠償，經由民眾決心提起訴訟之後，才確實歸咎其責任，雖然責任確定，但是通常

已近三年的時間了。三年的時間上，民眾可能需要耗費鉅大精神與心力去蒐集證

據、到公堂辯證，為本來的忙碌生活增添重擔，時間壓力、程序壓力，這些難題不

斷加重民眾要求國賠責任的成本，由此可以瞭解民眾在接受基層官僚服務時，面臨

無從選擇與比較的窘況（Lipsky, 1980: 54-56）；在要求對服務內容進行責任歸屬時

（即申請國賠），又必須先承受龐大的成本，與基層官僚或基層機關比起，民眾始

終居於弱勢地位。 

（二）室內服務與室外服務品質並不均等 

爭議性國賠案件類別中，以公共設施與設備相關者（「一般公共設施或設備的

設置與維護」、「道路維護」、以及「監督施工」）最多，佔 71.43% 的比例，對

於政府服務革新的實務單位與理論家而言，這是一項陳年老調卻又不得不注意的重

點。論者多認為民眾進入辦公大樓或辦公室內，基層機關應顧慮空間設施、服務儀

態、民眾需求有否滿足、以及效率等（如石泱，2003；丘昌泰、詹桂香，2007），

並未談到基層機關是否定期地、妥適地維護其主管的戶外公有設施與設備。 

表十顯示，在 2005 至 2009 年的爭議性國賠案裡，有關基層機關服務行為之 60

件中，應負賠償責任者共 16 件（比例為 26.67%）；有關公共設施或設備設置與維

護不周之 150 件中，應負賠償責任者共 80 件（比例為 53.33%）。由此可知，在爭

議性高、且延續至司法判決的國賠案件中，發生基層官僚行政行為不適當的情況相

對較少，此多賴標準作業程序與繁雜多樣的法規限制；因為公共設施或設備處置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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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者，則明顯偏多。政府對於公共設施或設備的管理規定未必比行政服務少，造成

此種差異者應與發生的場域有關。29 行政行為的發生，多屬於基層官僚與民眾兩者

一對一的互動，而且多在辦公大樓與辦公室內；然而，公共設施或設備則須經不特

定的、眾多的民眾使用，可能受到不明人士破壞、或者遭到自然氣候耗損，兩相比

較，基層官僚的行政行為較易掌控，基層機關負責的公共設施與設備則較難全盤掌

握。30 正因為如此，一個負責任的基層機關是否更應該將重心置於較難掌握的公共

設施與設備的設置與維護呢？或者，將重心放在易於掌握的服務行為上，才是理性

的基層機關？ 

表十 屬於類型二行為的爭議性國賠案件比例 

國賠類別 案件數量 
基層機關屬於類型二 

行為的百分比
註二 

一般公共設施或設備

的設置與維護 85 51.76（44） 

道路維護 54 59.26（32） 
公共設施與設備

的設置與維護 

監督施工 11 36.36（4） 

53.33（80） 

地政與地權事宜 29 20.69（6） 
清收垃圾 10 70（7） 官僚的行政行為

其他公務 21 14.29（3） 

26.67（16） 

總計 210 註一 45.71（96） 
註一 在 212 個國賠案件中，有 2 件的資料缺漏無法使用，所以共有 210 則可用案件的資料。

此處使用 210 件國賠案件數為分母的用意，在於探討「就整體可用的爭議性國賠案件

數」而言，類型二案件所佔的比例；有別於此，表七使用 194 件國賠案件數分母的用意

在於，嘗試以「實體判決內容」探討類型二案件所佔的比例。 
註二 百分比為各爭議性國賠案件分類中，屬於類型二行為的案件所佔比例，括弧內為案件個

數。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司法院網站公布資料 

                                                      
29 表十中，「清收垃圾」案件之中，屬於類型二案件者有 70%，此高比例說明其行政行為

發生之場域甚難掌控。 
30 有論者可能質疑，兩種國賠案件類別的責任歸屬比例相差甚多，是因為「公共設施或設

備的設置或維護」類的判決屬於「無過失責任」，對此，本研究同意其有影響，但是不

以其為主因。即使是「無過失責任」，也要該公共設施或設備的設置與維護「有欠

缺」，且為「公所負責」，然後與民眾損害「有因果關係」，才會判定公所有賠償責

任。所以重點仍在於公共設施或設備的難以掌控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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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公所所轄之範圍大小不一、所管之人口多寡不齊，但同樣的是，有賴公所

人員統一管理與照顧全市、全鎮、全鄉、或者全區的民眾與設施與設備，此對行政

人員而言，其所負之責任與被寄予期望殊重。但是，如果因此而認為公所人員毋需

善盡職責維護公共設施與設備，則又嫌過當。或因預算不足無法盡善、或因人力不

足無法兼顧，此為可以體會之難處，不過，基層機關應有之職責不變，如果只以這

樣的理由搪塞眾口，亦難以令人接受。對於上級機關而言，如何監督基層機關設置

與維護公共工程、並且提供應有的資源支持是重要問題；相對而言，如何調查、巡

視、以及管理所轄區域內之公共設施或設備，以防造成民眾受損害，應是基層機關

與相關理論家在研究服務品質以外，同樣須著重的議題。 

（三）近半數基層機關在爭議性國賠案件中的反應行為未顧及民眾權益 

學者研究官僚應付民眾陳情的反應已顯示出，當民眾對於服務提出疑問或要求

官僚負責時，機關通常反應刻板、保守、消極。孟維德（2006：32）以桃園縣地區

為例，對警察服務的陳情民眾進行調查，分析發現民眾認為警察機關的反應過於膚

淺，並未能滿足其理性接受的程度。陳啓光、謝安晉、邱思瑋（2007：18-19）以個

案研究方式，探討參與行政院服務品質獎的機關所提供服務的品質，其內容更明白

指出，民意信箱關於「服務復原」（service recovery）31 的抱怨內容多在於基層官

僚常表現出「口頭承諾」、「將職責推給其他部門」、「請民眾自行解決問題」、

以及「答非所問」等反應。 

至於本研究，以爭議性國家賠償案件為研究單位，其意涵比一般民意陳情更為

深遠，民眾遭遇的問題更大、受到的損害更嚴重、要求政府負責的企望更深、需要

官僚正視的程度更充份。資料顯示，雖然有 50% 的案件是基層機關以專業的角度

妥適處理；卻仍有高達 49.48% 的案件採取逃避的作為、或者不具誠意的態度，去

面對應由其負責的公共服務問題（見表七），此一結果正呼應對於基層官僚回應民

眾陳情的研究。學者呂育誠（2002）認為基層官僚應多加發揮專業知識與經驗，以

成為政府中的一股值得信賴並開發的資源；許立一（2005）更強調其應展現負責任

的作為、並審慎地回應公民的需求；Vinzant 與 Corthers（1998）亦期許基層官僚可

以運用專業知識，仔細考量服務過程面與結果面的可能影響，並依照情境脈絡妥適

地提供服務或完成任務，但是，就分析結果而言並非如此，這正提示我們，整體基

層機關的反應作為要充份符合預期的倫理規範水平，仍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無論

                                                      
31 亦即恢復公有設施設備或服務應有的原貌，例如整修路燈或填補路上坑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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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於民眾的陳情事件，或者是更嚴重的國家賠償事件。 

（四）行政行為的理論應用與反思 

為何在爭議性國家賠償案件中，基層機關的行為反應竟有近半數表現為逃避責

任？Maynard-Moody 與 Leland（2000）、Maynard-Moody 與 Musheno（2003）的理

論認為基層官僚的行為來自於民眾反映出的印象是否令他們認為「值得」積極作

為，在爭議性國家賠償案件中，面對民眾遭遇的傷創苦痛、甚至於死亡，按該理論

解釋而言，是有關官僚一展公義責任與悲憫道德的機會，然而公所實質反應竟有

49.48% 的比例（即類型二，見表七）逃避責任。另外，Vinzant 與 Corthers

（1998）以過程面與結果面兩變數解釋其行為，此有助於說明行為的過程面與結果

面考量，卻難藉以預期基層機關的動機立場，如果以私利為用，自然趨向保守態度

反應；如果重視民眾感受，則會誠摯負責，機關裡的官僚究竟重視哪一個呢？由此

可知此二項理論並不能有效解釋爭議性國賠案件中的基層機關行為。 

相對前兩個理論，Lipsky 的理論則提出較有力的詮釋。民眾需求超乎可應付程

度，耗盡基層官僚可用資源（如時間、人力等），所以官僚只有運用提高民眾負擔

或限縮民眾需求的裁量行為，以求生存（Lipsky, 1980: 33-39）。簡單而言，原因在

於「誘因」（incentive）的存在，面對如此壓力，消極的裁量行為可以省去基層官

僚許多的氣力，大大提高便利性，方便其處理各種情況，此一誘因的招引，促使基

層官僚走向便宜行事，以方便為重。以此推論整體基層機關人員，假使需要他們審

理國賠案件申請時，較可能產生的結果就是「移轉管轄」（移交給其他「應負責」

機關）或「拒絕賠償」。再者，如前述所言，私利的追求亦驅動行為模式，面對國

家賠償此一可能直接影響基層機關名譽、財富與預算、職位、便利等因素的燙手山

芋，理性的反應就是逃避責任。表九的分析結果顯示，Lipsky 的理論與理性自利動

機最多可以解釋 49.48% 件案例，雖低於 50% 的類型一案件，仍為引人注意的高

度比例。 

如何提供動機或誘因以使基層機關汲汲於認真為民眾服務是一大問題，是目前

實務界與學界相當重視、卻仍有待發展的重點；如何提供動機或誘因，使之能夠在

國家賠償案件中，本於專業、執於良知，依事實與民眾互動，可能更為困難。由誘

因的解釋可得出基層機關的行為乃結構性問題衍生下的結果，此宏觀的結構問題實

難以完全根治之，民眾可能偶爾獲得基層機關提供「積極的差別待遇」（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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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rimination）32（Goodsell, 1981: 771-775），然而大多數情形是遭到冷淡、保守

的對待。發生國家賠償事件時，此「積極的差別待遇」是如何產生？對於民眾及欲

改善基層機關服務品質者應為值得深究的問題，本研究揀選收集的新聞資料，一共

得出三則相關的新聞事件。這些新聞描述基層機關能秉持專業，妥善處理民眾提出

的國家賠償申請： 

1. 遭逢專業的基層官僚 

案件 71：（摘要）33 

當事人騎機車被倒下的黑板樹砸傷、機車受損，南投市公所依照損害

程度，最後通過國家賠償 6 萬 6 千元，也決定今後不再以黑板樹作為

行道樹種。 

案件 83：（摘要）34 

台中市南區的南區聯合辦公大樓地下停車場消防栓故障，泡沫噴得到

處都是，因為沒有清理完畢，導致某位主管騎機車進入停車場時滑

倒，傷勢嚴重，當事人向南區公所請求國家賠償，經南區區公所組成

國賠小組審議，通過賠償當事人三十幾萬元。因區公所未編列該筆預

算，等辦理追加預算又來不及，所以由市府的國賠準備金代為支付。 

依據報導內容可以瞭解，此類案例的負責機關能夠確實審據事實，然後與民眾

協議處理問題。特別是案件 71 這一例，南投市公所可以明快地負起責任，賠償民

眾，相較之下，裁判書資料中的兩件路樹傷人案例，35 其負責機關則明顯推拖卸

責。此二例分別發生於台北縣與台中縣，此兩處地區的公所未能妥適與民眾協調處

理，反而讓事件延續至司法審判，最後經由法官判定，公所仍須負賠償責任。另

外，案件 83 的例子亦顯示公所勇於承擔賠償責任，不過，此案的當事人同為公務

人員，且屬主管職，其身份背景有否影響國賠小組的審議，不無疑問。 

                                                      
32 指服務民眾時，能夠給予更多的時間注意、以及更開放的處理方式。 
33 「路樹砸傷女騎士 國賠 6 萬 6」。中國時報，2007 年 11 月 24 日，C2 版。 
34 「停車場滑倒 公務員獲國賠」。自由時報，2008 年 4 月 23 日，A13 版。 
35 此二例分別為台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中，國家賠償案件 93 年度上國字第 25 號、以及臺

中地方法院豐原簡易庭小額民事判決中，國家賠償案件 95 年度豐國小字第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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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由政治人物協調處理 

案件 65：（摘要）36 

鹿野鄉永安村有一民眾騎機車摔傷，家屬認為鄉公所沒有盡到維護道

路安全責任而爭取國賠，經民意代表居間協調，鄉公所依急難救助方

式補助女子修補受損的牙齒才平息爭議。 

經由政治人物協調的用意並不是讓民眾以民意代表向基層官僚施壓，而是藉由

民意代表的職權，促使機關正視國賠案件，督促其行事。基層官僚理論一直將民眾

視為相對弱勢，容易遭受利益忽視或剝削，而民意代表正是一個值得信賴的權威管

道，因為其重視民心，而且也可以提供民眾相關的重要資訊，避免在協調過程中，

一直由官僚佔據優勢立場，此部分能夠提高基層官僚逃避責任而不被發現的風險。

另一方面，經由此第三者參與民眾與基層官僚的談判過程，有助於告知民眾成功的

可能性、以及緩解官僚強硬的防禦心態，進而將雙方導向較能解決問題的範圍之

內。裁判書資料中，「道路維護」案件被法官認定公所應負責而未負責的比例為

59.26%（見表十），相比之下，因為政治人物協調，讓這一案件有較良好的結果。 

二、結論 

本研究有別於傳統探討基層官僚的研究方式與重點，透過國家賠償案件討論基

層機關的行為，利用二手分析法廣泛蒐集有關基層機關的法院裁判書與新聞資料，

然後解析其可能的動機所在與行為模式。此一作法的用意在於使研究基層機關的研

究更周全，為只強調其政策服務態度、機關形象、服務流程、或民眾滿意度等面向

的傳統研究，增添其對於國家賠償的反應模式，如此多方探討，以期有助於對基層

機關行政行為的相關研究提供更多啟發。 

經過分析發現，爭議性國賠案件類別中，以「公共設施或設備的設置與維護」

（見表五）最多，佔 71.43% 的比例，這樣結果或許與學術及實務界多重視辦公

室、服務站等室內服務品質有關，相較之下，基層官僚的室外服務品質或行政職務

不夠完備，並未受到相當注意。民眾損害方面，以「財產與權益」和「死亡」兩者

最多，可見國賠申請之提出，皆在於民眾已遭到生命與財產的嚴重損害。對於基層

機關的行為模式，本研究預設「自利」與「專業」動機兩立場，結果發現，類型一

                                                      
36 「騎車摔傷 鄉所、包商賠補牙」。聯合報，2008 年 1 月 9 日，C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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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公所迴避責任，但經法官判決公所勝訴者」佔有 50% 的比例，相對於類型

二行為「公所迴避責任，但經法官判決民眾勝訴者」佔 49.48% 的比例，高出 0.52

個百分點，顯示基層機關處理民眾不願妥協的高爭議性國賠案件，以專業主義為重

者較常見。不過，若以一個合理的預期，假使基層機關確實以專業為重，類型一行

為的比例至少應顯著高於類型二行為的比例。在此處，竟只略高 0.52 個百分點，可

見類型一行為的情況「不算多見」；類型二行為的情況則「不算少見」，如此難令

人確定「專業」與「私利」兩價值的比重，是前者大於後者。依所得的新聞資料提

示，當損害發生時，除了司法程序以外，民眾或可透過政治途徑，經由民意代表的

支持，避免向機關究責時，官僚佔上優勢的談判地位；或者僅能指望遇到專業的基

層機關。如何避免遭到基層機關消極對待而損害權益，可能是民眾應付國家賠償問

題時，必須優先考量者。 

由本研究結果與探討可以發現，基層機關遭遇與其利害交關的事件時，有 50%

仍能堅定專業立場；卻有 49.48% 反而以私利為考量的，這樣的情況推導至政府與

學界探討的優良服務品質上，令人反思當下的基層機關服務品質的探討重點，除了

形式上的服務態度、機關形象、程序等面向，亦須注意其應付國家賠償的反應及行

為，此外，更重要的是驅動官僚、導之運作使符合理想情況的誘因結構，誠如陳敦

源（1999）提示的「外部環境」、「外在控制機制」、以及「內在管理機制」三者

兼用，否則「所謂的服務將來也只是在區公所門口招呼倒茶而已，民眾所需要的是

問題的解決」（陳敦源，1999：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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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al Motives and Styles of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in State 

Compensation Cases 
 

Jhi-Kuen Chen* 

Abstract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casts the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public 
policy. It does implementation and makes decisions. Both government and 
scholar circle devoted to develop excellent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s. How to 
drive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to provide good services would be a big question. 
To detect and explore street-level bureaucracy’s behaviors and motives is rather 
a significant research question. This research takes court judgment as analytic 
standard, uses secondary analysis by collecting results of judgments and rulings 
and newspaper data, and then studies street-level bureaucracy’s behavioral 
motives and styles by exploring their response in State Compensation ca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responses with self-interest and 
passively in 49.48% cases. 

Keywords: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State Compensation, service, self-interest, 
profess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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